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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访谈录

崔华杰访谈整理

【编者按】路遥,1927 年生,福建福州人,1951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并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山

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山东大学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路
遥投身于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并形成了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受到中外学界关

注,为山东大学赢得了“义和团研究重镇”的学术美誉。 著有《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民间秘密

教门》《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等书,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国家清史文献丛刊·义和团运动

文献资料汇编”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等课题。
本次访谈主要围绕路遥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学术风格的淬炼与形成以及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等相关问题展开。

一、“政治大课”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门径的开启

崔华杰:路先生好! 您于 1947 年考入山东大学,迄今在校已度过 76 个春秋。 请介绍下您的求

学背景?
路遥:我是 1927 年 12 月生人,祖籍福建省莆田市,自幼在福州市区长大。 我本名吴松龄,在青

岛解放后随着进步学生的改名风潮而更名为“路遥”,并在接下来的教研生涯中通用该名。 1947 年

春,经过在福州省立高级中学的学习,我开始准备投考大学,参加了南京中央大学、苏州私立东吴大

学和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考试,最终被国立山东大学录取。 国立山东大学 1938 年春因日本侵华战

争而南迁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不久之后被迫“暂行停办”,直到 1946 年 8 月才在青岛重新开

办,所以我是学校复校后开招的第二届学生。 我高中时期的中文基础较好,尤其喜读古文,在报考之

前就听闻山东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有老舍、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公渚、萧涤非等大家,因而心向

往之,决意前往青岛求学,并被顺利地录取到中文系读书。
崔华杰:您是在何种机缘下转入历史系的,历史系的师资阵容如何?
路遥:山东大学于 1946 年在青岛复校之初,其文科虽然只有中文和外文两系,但所谓“六经皆史”,

所以中文系里面有个别做史学研究且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学者。 中文系系主任杨向奎本来就是史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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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 (项目编号:
LSYZD2101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业经路遥审定。

∗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身,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师从顾颉刚,做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除了杨向奎,中文系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

还有丁山和赵纪彬。 丁山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之初就来校工作,在文字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代宗

教学等领域皆有建树,而赵纪彬解放前就与侯外庐等人合撰《中国思想通史》一书并在学界赢得大名。
另外,王仲荦在我入校当年也来青岛工作了,他做的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来山东大学执教之前曾在中央

大学任教。 据我所知,此时专做史学研究的学者,恐怕就上述几位较为出名。
1949 年 6 月青岛解放后,学校在文学院下增设历史系,由文学院院长杨向奎兼任系主任。 此时

专做史学研究的教师队伍,除了上述几位,还有校长华岗、原上海博物馆总务部主任童书业以及刘导

生、黄绍湘等人。 校方动员文学院的中文、外语两系学生转到历史系,这样我作为中文系大二学生便

转到历史系学习了。
历史系的师资阵容变得齐整起来,是在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齐鲁大学并校之后。 1951 年 3 月,

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其中山东大学文史系历史组与华东大学史地系合并为历史系;同年 9 月,
齐鲁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系复又并入。 这样,山东大学历史系就汇纳了原国立山东大学、华东大学和

齐鲁大学的三校师资。 分学校来说,原国立山东大学有杨向奎、郑鹤声、黄云眉、童书业、王仲荦、赵
俪生、吴大琨、孙思白等老师,齐鲁大学方面有张维华、莫东寅、徐绪典、韩连琪等老师,华东大学则有

蒋捷夫、陶官云等老师。 山东大学的历史学科此时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

领域都有专人所长,且在国内已经具有不小的学术声望。
崔华杰:您为何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作为自己的治学领域?
路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要发生转变,要向社会主义新型教育体制过

渡。 在国家看来,一些知识分子只专心于学术研究,对政治不太上心,甚至还有人抱有资产阶级和封

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如何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成为高校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在校长华岗

的推动下,山东大学形成了“政治大课”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虽然都说山东大学的“政治大课”
为此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树立了样板,然而从全国范围来说,这不是山东大学的首创,只是在

校长华岗带领下搞出了名堂和特色。
华岗在 1949 年来山东大学工作之前,是一名活跃在宣传战线的职业革命家,曾参与创办中国共

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并担任首任总编辑,理论素养很高。 而且,华岗

还是最早使用唯物史观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著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

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奠基之作。 1948 年,当我

还是一名大二学生时,曾在青岛一家售卖进步书籍的书店“祥记行”买到华岗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

运动史》一书,作为进步书籍私底下阅读学习,这可能为我埋下了以后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萌

芽,所以我自认为是华岗引领我走上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道路。
华岗除了给全校上“政治大课”,还给中文系师生上专业课,主讲的内容就是他的治学专长———

中国近现代史。 我记得他所讲第一课的主题即是义和团运动,而且用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来评价义

和团运动。 上课时,华岗问大家对义和团的看法,只有我援用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的相关

话语作了回答,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在课后不时对我进行鼓励。 华岗希望我多同中外交通史的大家

郑鹤声接触学习,看看能不能对他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进行史实查核和史料扩充。 也就是在与

郑鹤声的接触中,我逐渐掌握了史学研究的一些路径和方法。 就是这样,我一步步迈入了中国近现

代史研究的学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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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华杰:山东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是如何成型的?
路遥:青岛解放后,经过几年发展,山东大学根据高等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将正式建系不到四

年的历史系与传统系科中文、海洋生物等一道列为校级重点发展学科。 学校在文科中重点建设历史

系的历史专业,在历史专业中尤以“中国近代史专门化”为重点发展方向。 我们知道,这里提到的

“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其中又

可以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前后进一步界定为近代史和现代史。
山东大学中国近代史方向的奠基人,是华岗和郑鹤声。 华岗因专事革命史研究而踏足中国近现

代史领域,特别是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书以鸦片战争为近百年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开端,把太

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工人大罢工、
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南昌起义等作为重要历史节点叙述,由此奠定了中国近现

代史的叙事框架;郑鹤声于 1931 年所出版的《中国近世史》一书,以明正德年间欧洲人东来作为中国

近代史开端,概述了明末以来三百年间的中国历史变迁,被顾颉刚赞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学

术流派。 中国现代史方向的研究则由孙思白承担,他和李新等合作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通史》使其扬名于国内史学界。 就是在这些先贤接续努力下,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于此奠

基并发展赓续至今。
崔华杰:山东大学此时实施的“政治大课”制度,成为全国高校理论学习的一大创举。 这样的校

园文化对您的治学道路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路遥:山东大学经过与华东大学、齐鲁大学等校合并,加上随之而来的院系调整,其师资阵容有

了较大变化,来源可以说是五湖四海。 为破除师生员工固有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学校认为必

须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从而使他们树立起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经过

一两年的理论学习,山东大学不仅塑造了“政治大课”这一思想教育品牌,还形成了“趋时”“求新”的
校园文化。

所谓“趋时”,就是山东大学通过“政治大课”这种政治理论学习形式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思想教

育,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而“求新”则是指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引导教师队伍善于

运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虽然当时山东大学历史学者群体中,除华岗校长外,基本上没

有专做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者,甚至找不到讲授马列主义基本课程的师资,但据我所知,一些研

习中国传统文化多年的知名学者在新校园文化的影响下,敢于运用新理论新知识,突破已有的知识

藩篱,并取得了海内外学界为之瞩目的学术成就。 比如,童书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古史辨”派的

中坚力量,来山东大学工作后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就吃透了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并将之作专题课程进行讲授,引导青年学生对马恩经典的学习和领会。 他还运用唯物史观指导

学术研究,发表《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及其特征》《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等扬名史学界的名篇大作。 我毕业留校后曾给童书业做了几年学术助手,他经常向我提及梁启超的

名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认为个人的学术理念要随时代思潮而不断发展。 对此我深有

感触,并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将这一名言作为学术研究的座右铭,时刻警醒学术研究者要敢于破除

己见、革新思想。
除了童书业,一些年轻教师也积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研究。 赵俪生于 1950 年从东北

师范大学转聘来山东大学任教,两三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专题研究,并在 1954 年与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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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昭一合作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民战争史研究著作———《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 他在研究

上的一个学术亮点,就是从探索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入手,突破“农民—地主阶级斗

争”的学术路径,形成了很具个人风格的理论体系,因而被誉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 与赵

俪生的资历相仿,1952 年来山东大学工作的吴大琨,短短几年内也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发表了几

篇好文。 就是因为新老研究者的竞相投入,学校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学者才逐渐充实起来,后来成

立了以华岗、蒋捷夫、赵俪生、吴大琨等人为主要成员的马列主义教研室。 在我看来,这几位教授的

共同特点就是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专业学术相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个人的思想改造,也
逐渐摸索出重视理论、运用理论的研究风格。

在中国史坛“五朵金花”学术论战中,杨向奎和童书业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论题,在《文史

哲》上发表多篇文章,吸引国内不少学者投入研究;王仲荦则在这一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

论”,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与武汉大学唐长孺并称为“南王北唐”;赵俪生则走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

战争问题”研究前沿,培养出一批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青年学者。 当时我只是一名刚留校工作

的青年教师,无论思想理论还是专业学术研究上都处于“开荒”阶段,在这样的校园文化和思想激流的

熏陶引领下,我进一步坚定了投身于专业学术研究的信心,并从中汲取厚重的理论养分。

二、田野调查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学术路径探索

崔华杰:“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奠定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

叙事框架。 您是如何切入“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并将之作为终生研究领域的?
路遥:我刚才说过,我尚在读书期间就读过华岗校长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并对其中的义和

团运动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 工作之后,由于我不是“根红苗正”的家庭出身,从事农民阶级研究可

能在政治上对我比较有利。 当然,使我决定投身于义和团研究的最主要因素,还是政治环境的促动

和学术环境的影响。
从政治环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历史上清算美国等帝国主义施加

于中国人民的罪行自然成为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翦伯赞等人于 1951 年编纂出版的四卷本文献

资料汇编《义和团》,其因就系于此。 从学术环境来看,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并称为中国近代史

“三次革命高潮”的义和团运动,乃系农民阶级发起,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一运动难以有直接的文

献史料存世,相应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 尤其是与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比,义和团运

动缺乏集中组织和统一领导,受复杂的民族和社会矛盾驱动发展,普遍性的爱国情感与个别性的蒙

昧行动交织共存。 如何评价这一运动的性质至今在史学界存有不小的争议。
1960 年恰逢义和团运动爆发 60 周年,为纪念这一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反帝运动,中国史学会计

划筹办一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指示山东省要投入力量弄清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起因、地点、时间、
组织、政治倾向等问题。 山东省委宣传部把大会筹办工作和义和团研究任务交给了合署办公的山东

大学历史系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 此时,我已参加工作八年,虽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发表了一

些文章,在学界也产生了一点影响,但是考虑到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便奉组织委

派投入政治史领域内的义和团运动研究。
崔华杰: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运用调查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毛泽东也讲过“没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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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实践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鲜明特征。 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上,
您运用这一方法有何契机?

路遥: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自发于基层社会的群众运动,缺乏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关于其组织和

源流的一手文献存世不多。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华北区域,一些涉及其起源与发展的地方史志的相

关记载也是东鳞西爪,不成系统。 这场运动到底发生在直隶和山东的哪些区域,原因如何,有哪些组

织,如何从源起地向外扩展,其政治口号又是怎么提出来的,已有的学术成果不仅没有圆满解决这些

问题,甚至多有叙述不清、立论不明之处。 比如,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

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然而在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方面也仅是谈及朱红灯及其在平原的斗

争,从中无法窥察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全貌。 总之,要想解决这些事关义和团的地理

起源、组织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等问题,必须摆脱文献依赖,转换研究路径。
当时,史学界贯彻“厚今薄古”的治学方针,计划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与此同时,教育部

门制定教育同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号召高校师生走进工厂、矿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撰写革命史、公社史、厂史和家史。 在这种背景下,山东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义和团运动研究和田野调

查。 而且,义和团运动发生在 1900 年前后,当年参与这场运动的不少人此时尚还健在,这样就有了

田野调查的受访者。 因此,1959 年年底开始,山东大学开展的横跨两个世纪的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

工作揭开了帷幕。 从栉风沐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融入世界的改革开放,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

田野调查前后持续了四十余年光阴。 我也从参与到组织,从搜集调查数据到撰写专题论文,从英姿

勃发的而立之年一晃走进了随心所欲的古稀之年。
崔华杰:在这一项横跨四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中,每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又取得哪些收获?
路遥:山东大学开展的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较大规模或者说较有系统的有十次之多。 第一次是

1959 年底至 1960 年春,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分赴鲁西北和鲁西南,主要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起因、组
织和发展过程为调查要目,最关键的是找出义和团运动首发地的线索。 两路师生跑了将近三十个县和

六百多个村庄,共记录访谈资料七十余万字,后整编成《山东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一书出版。 在这次

调查中,我们通过地毯式搜查找到了义和团运动策源地之一的梨园屯,廓清了当时文献记载的“曹州府

说”“冠县说”甚至是“寿张县说”“沂州府说”等源起说。 根据这次调查所获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史料,
我写了一篇名为《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的长文,指出义和团运动的斗争范围既广泛又

分散,曹县大刀会、冠县义和拳和朱红灯为首的义和拳会等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各阶段都发挥了重要影

响,这实际上框定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地理起源,即鲁西北、鲁西南和直鲁交界三个地区。
1965 年年底至 1966 年年初,山东大学历史系展开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 这次调查扩大了

地理范围,不仅在山东地区进行地毯式调查,还重点走访了山东交界的诸省县市,前后去往山东、河北、
河南、天津四省市的 34 个县开展实地摸排,最终搜集的口述史料大概有六十多万字。 现在来看,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这两次田野调查可以说是抢救性的也是不可回溯性的,因为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

的一些老人,本来就已六七十岁高龄,加上此后又经历了困难时期的那些年份,不少人在此期间过世了。
这两次调查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初步梳理义和团运动的地理源流和组织源流,第一次发现了义和拳

组织以及义和拳运动的由来,查清了这一斗争实际上起源于冠县十八村的梨园屯与威县沙柳寨。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重回正轨,我们又有条件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

1980 年,我们组织师生专门到河北威县调查,围绕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人物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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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想摸清义和团运动的组织起源。 这次调查的结果,我们梳理出“十八团”的组织、“十八魁”与
“十八团”的联系以及梅花拳(义和拳)与“十八团”的关系等。 1982 年,我们继续前往威县,主要对

临近该县的梨园屯、干集、固献、贺营等公社进行调查,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要查清梨园屯教案的来龙

去脉。 除了和当地的老人攀谈,还走访了一些在地方教会工作的神父,这为我们此后注意到拳民的

对立面“传教士”,以及搜集、整理和利用外文文献提供了方向。 1984 年,我们到河北的新城、涿州、
定兴、涞水和山东茌平一带调查,想摸清义和团的一支从新城经定兴、涞水、涿州发展到黄村的历史

情形,而这支义和团最终构成了北京义和团的主力。
1986 年年底至1987 年年初和1988 年10 月,山东大学组织中方学者和来自日本山口大学等校的日

方学者组成了中日联合调查团,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清末山东及直隶两省所辖六府(济南、东昌、曹州、
广平、顺天、天津)、两直隶州(临清、济宁)、十县(平原、冠县、茌平、巨野、威县、房山、良乡、大兴、宛平、
静海)为核心调查区域,重点调查义和团运动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自然环境等要素,
旨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社会结构问题。 1988 年和 1989 年,在地方党政干部的支持和陪同下,我们

又组织师生两度奔赴河北威县,重点调查历史上的山东冠县十八村、邱县十八村以及直隶曲周十八村

这一片区域的社会结构问题。 通过这两次调查,最主要的收获就是把义和团运动的源起地冠县梨园屯

和威县沙柳寨的相关史实梳理清楚了。 另外,山东大学刘天路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狄德满在 1992
年联合发起了中英义和团联合调查组,实地调查了威县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发展状况。 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我深感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华北地区的民间教门组织有密切关系,所以再次深入山东全境

和河北地区的县市进行田野调查,但所调查的主题已不是以义和团运动为中心了。
崔华杰:从学术实践上来看,您认为田野调查所获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的关系如何?
路遥:我在研究中始终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史料相结合,起初虽然缺少理论自觉和学理归纳,但

后来意识到这一学术实践实际上从属于社会人类学的路径方法。 至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口述史料

和文献史料的关系,我结合个人从事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经历,认为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谈。
首先,口述史料可补文献史料之阙略。 如,冠县十八村乃是一片“插花地”,虽然行政上属于山东

冠县,但在地理上却深嵌于直隶威县东南。 由于孤悬在省境之外,山东对其鞭长莫及,难以施加有效

管辖,而直隶对之又没有行政治理权。 正是类属于“飞地”这样的政治地理环境,才给义和团运动的

起事和组织提供了适宜土壤。 如果仅依赖文献记载,不进行实地调查,很难摸清这样的地理结构及

其所蕴藏的独特文化风俗和民众心理。 再如,1960 年我发表的《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

题》一文就是利用口述史料厘清了此前学术界所抱持的“义和团仅是义和拳演变而来的结果”这一

固有成见,1980 年出版的《山东义和团历史调查资料选编》也以无可替代的历史事实指明了义和团

运动的地理起源是以曹州为中心的鲁西南,以茌平、平原为核心点的鲁西北,以及以冠县梨园屯、威
县沙柳寨为连接点的直鲁交界地区等三个地区。

其次,口述史料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对民众的口述史采访,其得来的信

息在很多方面可与文献资料印证互用,共同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实片段和发展过程。 如,我
在《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中所附的“梨园屯村耕织情况表”,以出租户、雇长工户、自耕户、半自

耕兼租种户、雇农户、佃户为类,梳理了梨园屯拳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这是田野调查所得口述

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参照印证的结果。 再如,我们在巨野县一带关于民教冲突以及红拳会源起的口

述调查,其在事实描述上与山东兖沂曹济道彭虞孙的奏报几近一致,基本反映出教民及其背后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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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凌辱蹂躏平民,而导致平民加入拳会以自保的历史事实。
最后,对口述史料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对文献史料的轻视。 1985 年,我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

术讨论会上提交的《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一文运用了多方档案,被称为“近年来我国大陆上对

多种义和团档案史料进行综合而深入研究的少有的好文章”。 在 2004 年立项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

项目“国家清史文献丛刊·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的基础上,我于 2012 年组织出版了五卷八册

的《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收录中文、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等事涉义和团运动的多国语言文献资

料,约计 547 万字,内容涉及各国官方档案、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内部文献等稀缺文献资源。 2016 年,
我与狄德满组织编写《西文义和团文献资料汇编》,涉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
兰、比利时、西班牙、瑞典、挪威、俄国 12 个国家的各类档案和著述文献。 这些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文

献集成丛编,在不同阶段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学术更新与发展。
当然,我还想提醒的是,一定要注意口述史料固然是对文献史料的有益补充,但更需要研究者去

辨伪存真和综合分析,特别是要留意受访者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和情感偏移等对采集口述史料的

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口述史料的价值意义。
崔华杰:从您个人的田野调查生涯来看,从事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有哪些注意事项?
路遥: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不外乎以下几个要项。
一是制定采访提纲时要考虑综合因素。 调查提纲可以说是调查者的指导思想,既要考虑搜集口

述史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更要考虑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心。 在 1959 年年底和 1960 年春的第

一次义和团运动田野调查中,组织让我们拟好提纲后再下乡调查。 为了做好提纲,我们不仅请教系

里的一些老教授,还专门请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提了意见,对采访提

纲作进一步的完善。 最终,这份提纲分为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的社会背景、义和团的组织来源、义
和团运动的政治口号、义和团的斗争情况、清朝统治者与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这五类 22 个问题,其
问题设置有当时阶级斗争史学的背景,但更多地带有调查者预设的研究意图,而我也正是借助这批

口述史料才在 1960 年撰写发表了三万字左右的《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一文。 另

外,在问题设置上也要尽量采用开放型设问,不要过多设置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样才能打开

受访人的话匣子,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想法和陈述事实。
二是要坚持地毯式调查。 我们起初开展的几次调查,公共交通多是自行车,更多情况下需要徒

步探寻。 为了做到地毯式调查,我们一般是按县分为几大区域,每个区域设置一个中心点和指导站,
由点到面进行流动性调查。 比如,文献史料记载义和团“起于冠县十八村,原名梅花拳”,还有说“作
俑于冠县之十八魁,即屡次拆毁梨园屯天主堂者”,但是“十八村”的历史由来通过文献难以有所确

论,更谈不上找出梨园屯的具体位置。 我们前期做了几次调查也没任何收获,数度险些放弃;后来,
就是采用人海战术,进行地毯式调查,才最终把历史事实给挖掘出来。 原来它远离县城 70 公里,逾
越馆陶、邱县两县,孤悬于直隶境域。 我们派遣学生先去鲁西南、鲁西北,顺着线索转赴冀南地区的

威县、广宗、南宫、曲周等地,最终找到了山东、直隶省县交界处的“插花地”十八村以及梨园屯和沙柳

寨,就是这样才查到义和团运动的源起地。
三是让受访者主动发声。 在调查之前,我们一般是先结合调查提纲,给前去调查的同学介绍义

和团的背景知识,并要求他们将受访人的言谈原本记录,不要夹杂个人的主观理解和判断;深入村庄

调查时,还要争取受访人的信任,访谈中不要打断受访者的叙述,顺着他们的思路将话题引到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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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内容上来。 我们在十八村的“政治经济中心”———河北威县干集走访时,偶然听到一位老大爷说

干集的大财主潘老济是梁庄人。 我们循此线索,立即奔往离干集三四公里的梁庄调查,但这里的村

民经过前期政治运动的冲击,顾虑重重,不愿谈及过往,生怕受到牵连。 我们遍访潘氏后人,最终取

得一位年轻潘姓会计的信任,收集到潘老济、潘老栋、潘老彦的事迹。 至此,我们才有关于“十八团”、
团总和副团总的可信记录。

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从事义和团研究横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进行田野

调查无可置疑地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 比如,我们在第一次调查时自然抱有阶级斗争的思维,在
确定受访者方面肯定存在片面性。 当时考虑到贫下中农具有天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我们在

调查时主要以这类群体为受访者,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情况应当可信,而对富农、地主还有教会人士没

有进行口述采访。 现在来看,后面的这两类群体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更具有表达能力,不仅能够提

供更多的口述史信息,而且能够弥补贫下中农因为知识认知有限而出现口述内容同质化的缺陷。
另外,口述史料的使用既包括搜集整理,也包括资料保存、出版发行和研究利用。 比如,20 世纪

60 年代两次田野调查搜集的口述史料,共计有一百三十多万字,但后来赶上政治运动,很多原始记录

散失,直到 1980 年才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为名出版,其篇幅仅有二十四万字左右。 现在我

们身处信息社会,无论调查口述史料、还是对其保存、整理都有着较好的条件,口述史料也不见得付

梓出版后才能推广出去、流传开来,电子媒介这一形式越来越受人欢迎。
崔华杰:田野调查对您学术路向的开辟有着什么影响?
路遥:在进行义和团运动的多年田野调查历程中,我显然需要深入民间生活,聚焦社会下层。 随

着调查的深入,我愈发感觉到义和团和民间秘密教门两者其实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比如,在以威

县为中心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将实地探访所得的梅花拳(义和拳)组织的口述史料与乾隆年间的档案

相结合,基本弄清了义和拳的师徒传承过程,证实了义和拳起初确实存在文场和武场之分,其背后有

着民间宗教的重要成因。 所以,随着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我开始触

及民间秘密教门这一课题。
秘密教门在历史上因被官方视为“邪教”而只能秘密活动,公开见刊的文献史料对之鲜有披露,

各教门辗转流传下来的内部经卷亦很少向外人开放。 凡此种种均说明依靠文献史料难以对其进行

详尽的综合性考察,故而还是需要开展田野调查以回补文献史料的不足。 为此,我踏遍山东全省以

及河北部分地区的七十多座县城,对会道门组织重点活动的市县做了普遍考察。 2000 年,我运用这

些通过田野调查搜集的口碑资料、族谱、教门图谱和各类经卷,并与清代档案文献和新中国成立后各

级政府所藏档案,以及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提供的文献史料相结合,写成《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
依次详述了一炷香、八卦教、离卦教、圣贤教、九宫道、皈一教、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枪会

及其变种等山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秘密教门的历史和概况。 在研究中,我特别融合历史学和社会学的

研究方法,以典型教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为叙事线索,重点揭示这些教门的起源与发展、教理与

功法、组织与形式、仪式与文献等史事。 《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出版后,天津社会科学院李世瑜撰文评

介说“抢救了一大批行将销毁的宝贵资料,厥功甚伟”,堪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①其评价的落脚点

实际就是该书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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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世瑜:《民间宗教研究之方法论再议———兼评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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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本土与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

崔华杰:您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上有着什么样的理论探索及变化,其背后的因素又有哪些?
路遥:新中国成立初期,囿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在革命史观的推动之下,国内学者对义和团运动

的探讨仅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将其视作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一样的民族战争,多是直线型的分

析,这样就把复杂多彩的历史画面局限于固化单一的因果解释模式,阻碍了对义和团运动复杂特性

的认知。 比如,学术界过去普遍认为,外国商品经济入侵导致华北地区大批小农破产,激化了社会矛

盾,从而导致农民阶级自发地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 但是,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这一论证逻辑并

不一定适用于义和团运动的源起地区。 在鲁西北农村,五口之家、二三十亩的自耕农占多数,但因地

理、生态自然环境等原因尚不能温饱,更谈不上有多余钱财购买帝国主义兜售的各类商品了。 显然,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察义和团的成因或者源流实际上会造成解释不清、立论不足的问题。

要想推进义和团和教案研究,必须转换研究方法。 起初下乡去做义和团田野调查,虽然是政治

背景之下的衍生物,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越来越认识到除了运用历史学的文献

考证方法外,还必须与社会学、民俗学相关理论结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多角度多层次开展综合

考察。 义和团运动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且在一个广阔的农业社会舞台上展开,
它不仅反映了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矛盾、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还带着浓厚的地域风情、宗族网

络、民俗信仰、文化心态、人生信仰等色彩,所涉及的社会要素极其复杂。 要想探究义和团运动的爆

发,要从社会结构的整体寻找其复杂成因,并在不同历史契机中考察这些成因各自的不同际遇。 为

此,我们要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将义和团运动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和复

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之中,从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诸多变

量入手才能探寻义和团运动复杂的社会成因和发展规律。
1986 年年底和 1987 年年初,由我和日本山口大学佐佐木卫为共同负责人的中日联合调查团赴

河北省的威县和山东省的平原、临清、高唐、济宁和巨野等地,以“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
为主题,分别深入农村和城市展开田野调查和口述资料搜集。 在农村,我们主要调查户口、土地、种
植、家庭手工业、集市、洋货、阶级、阶层、宗族、宗教、民教矛盾、团练、拳术、秘密结社、灾荒等情况;在
城市,调查的要目是商业、手工业、钱庄、当铺、物价、洋货、民教矛盾等。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想从

社会结构的角度对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作广阔而深入的探索。 比如,在政治结构方面,是想摸清地

方基层政权的构成、地方领导人如何产生以及何种程度上影响地方社会、教会在地方社会的势力、教
会势力和地方官府的关系等问题;在文化结构方面,是想摸清地方社会的私塾学堂情况、知识阶层对

教民和拳民的态度、地方民间信仰在义和团兴起时的作用等问题;在经济结构方面,是想摸清土地分

配、集镇贸易、自然灾害等问题。 当然,除了社会结构分析,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甚至是社会心理学的

理论方法也被相关学者应用到义和团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使得我们摆脱前

期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局限,转向研究义和团产生的社会因素及其多样构成,这样无疑拓宽了义和团

研究的范围,并随着时代变迁而衍生出新的学术增长点。
21 世纪,我多次指出义和团研究实际上仍有“两大难题”需要解决:一是义和团运动起源,这一

问题通过 20 世纪的几次田野调查得到了一定改善;另一个就是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中心的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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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战争问题,这需要搜集、翻译、出版所涉国家的档案资料并结合军事学的专业知识才能予以解决。
考虑到义和团战争所参与的国家之多,所涉及的国际关系之复杂,以及影响的东亚国际关系之深远,
我深信义和团战争方向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义和团研究的重要学术增长点。

当然,无论从 20 世纪 60 年代阶级斗争史学驱动下的义和团起源研究,还是到 21 世纪以来跨学

科视野下的综合研究,我始终认为一定要锤炼出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形成自己作为一名学术研

究者的身份属性和话语符号。
崔华杰:一般认为,西方学者在跨学科研究上更具有理论优势。 您在学术研究上是如何与西方

学者交往并实现知识互补的?
路遥:1978 年 12 月,美国匹兹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欧文·舒尔曼( Irving Shulman)带团来山东

大学访问,专程到历史系交流,建议将义和团研究作为两校交流的重点课题,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运动

研究自此重新开启。 1979 年 11 月,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周锡瑞来访,将义和团研究作为其科研

方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正是通过周锡瑞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决定在义

和团运动 80 周年之际举办一场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孔飞力

和柯文、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分校的包德威、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狄德满、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的

佐藤公彦等学者多次来济南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同我们进行联合课题研究,总之,形式不一的中外交

往为我们打开了学术交流的另一扇天窗,使我们了解到海外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果和学术

动态。
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要想真正赢得海外学者的尊重,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别具一格的学

术话语。 周锡瑞在其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所做的口述历史调

查的原始采访记录”成为他重新探索和构建义和团早期历史“不可缺少的材料”,为他打开“农民的

视角”去观察中国农民运动。①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韩书瑞在其《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中也说,
“正是路遥先生的著作首次将我带入山东西部,我非常感谢他这些年来慷慨而坚定的努力。 从我们

首次见面至今,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终于看到这部山东故事得以翻译出来。”②这些表明我们在研究

中国历史问题时,一定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并锤炼和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这样在国

际学术界才能赢得尊重并把握住学术话语权。
崔华杰:您如何看待西方学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理论范式?
路遥: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提出了各具特色、风靡一时的理论或研

究范式,这些理论或研究范式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在研究中其实也是不自觉地吸收借鉴

西方学界有关理论方法。 在义和团研究上,我由先前革命史观指导下的直线型因果关系研究,一步

步转变为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知识,从社会史角度对义和团产生

的社会结构要素及其相关联系加以分析。 这样做的优点就是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范围,也绘制

出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正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借鉴了西方学界的有关理论或研究范式,香港中

文大学科大卫在教学中将我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一书作为应用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参考书推

荐给师生。 但是,我在运用这些西方学界理论的资源时,始终认为不能鹦鹉学舌,不要盲目套用,否
则只能成为西方理论体系的注释。 所以,我在研究中不仅重视对义和团运动作共时性因素分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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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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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意描述义和团运动起源发展的历时性过程,并格外勾勒历时性和共时性要素在义和团发展构成中

的转换关系,由此形成了鲜明独特且自成体系的研究风格,在对外学术对话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的话

语表达和解释框架。
崔华杰: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在

这方面,您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路遥:从本质上来说,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有一分材料才能说一分话,掌握充实的资料是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前提。 无论从义和团运动到山东

秘密教门,还是再到内容更为宏富的中国民间信仰领域;无论爬梳于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还是行走

于田野的口述调查,我这样做的目的都是穷尽一切方法夯实史料基础。 我前面谈过,2004 年我主持

申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经团队八年努力才汇集出版了五卷八册的文献资料汇编。 2000 年后,
我注意到义和团运动研究发生了从起源发展到战争相关议题的学术转变,便组织力量对海外所藏的

义和团战争各类文献做专题搜集与译编。 周锡瑞曾这样说,“中国老一代学者长于实证研究,过去我

在国内的山东大学作研究时,深为这一优良学风所感染”,①这也是我长期坚持的治学风格。
当然,重视史料并不是说要摒弃理论和方法,在我看来,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在义和团运

动研究中正是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一步步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学术话语。 如果青

年学者要想投身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洪流并有所建

树,我认为首先就是要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还要吸纳借鉴西方学界的有关方法范

式,但最重要的是要根据本土实际进行独立的学术创新。
上述观点,我还是以自己的学术经历为例予以说明。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岗校长带动

下,山东大学师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正值学术起步的我深受其感染。 在

接下来的义和团研究上,正是因为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我才投身于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调查;
又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知识的指引之下,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了诸多口述史料,
为后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通过这些学术经历,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切的感悟,就是理论指

导和跨学科研究对推进义和团运动的学术研究实在重要。 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的领域十

分广阔,在研究方法的取径上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的自身专长作适当选

择,还要结合中国的现实实际与学术生态,从中国历史、社会以及学术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使之本

土化与中国化。 总之,在理论吸收借鉴方面,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不能对西方学界塑

造的各色理论亦步亦趋甚至是趋步俯仰,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提供历史注脚,而是要根据本土实际有

所创新,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奉献自己的力量。

(访谈整理者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崔　 瑾)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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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毓海、董正华采访:《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周锡瑞教授访谈录》,《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2 期。


